
前 言

海上丝绸之路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概念衍生出的对从西太平洋到南中国海，经
马六甲跨越印度洋，到达西亚、地中海地区和非洲东岸的古代海上商贸、交通线路的
表述。其始于公元前 2世纪的西汉时期，兴于 8世纪的唐代中叶，盛于 10～14 世纪的
宋元时期，逐渐衰落于 17 世纪的明代后期，直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
发时结束。在长达 2000 年的历史中，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
经济、文化、科技传输的纽带，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早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北部湾地区出发的。北部湾地区处于低纬度的信
风带，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常年不冻的良港，还有内河连接海洋、辐射内陆，为沟通
中原和出海航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汉武帝在平定岭南、设置郡县后，即遣官方使团
从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出发，驶离日南边关，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
兰卡。《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这一远洋贸易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合浦、徐闻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始发港，从目前两地出土文物来看，又以合浦最为繁荣。
之后的历朝历代，北部湾地区作为国际性的水陆交通要冲及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通道
和纽带，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但作为开放前沿输出汉文化，促进沿线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不断地接受域外文化，向中国内陆及东南沿海传播，从而推动整
个文化发展的进程。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处于“越有百种”“各有种姓”的状态。秦始皇平定岭南后，
岭南地区归属中央政权，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秦朝统一岭南后，推行郡县制，置桂林、
南海、象三郡，并加强了岭南与岭北的联系；南越国时期，北部湾地区属其势力范围，
南越国承袭和仿照秦汉制度的一系列统治政策，加快了该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
当地越人不断探索海洋，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交通经验，而且在对外的海路贸易中，与
域外民族不断接触，对双方的物产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秦朝的统一及南越国的海
洋探索，为汉王朝正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秦朝三郡的基
础上，分置为九郡，合浦和海南岛的珠崖、儋耳，以及位于现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
真、日南，均在北部湾沿岸。国家的统一，使基于官方保障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留下的丰富遗存，以合浦最为瞩目。合浦汉墓出土大量与海上丝绸
之路有关的珍贵文物，除带去域外作为大额交易货币的金饼外，主要是作为奢侈品输
入的香料、玻璃器皿和各类珠饰。这些器物来自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贸易或
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间接贸易。一些非贸易品，如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波斯
陶壶、铜钹等，也随之传入合浦。随着贸易而开展的文化交流，从西汉晚期起的合浦



汉墓及其出土器物中也有诸多体现，一些器物植入了外来因素，如勾画外来人种的胡
人俑、与西方有翼神兽关系密切的羽人铜座灯和反映佛教海路南传的钵生莲花器、摩
竭佩、三宝佩等。常见于岭南东汉中晚期砖室墓中的叠涩穹窿顶，其造型和构筑技术，
或也受到了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的影响。通过对合浦汉墓及其出土相关文物的
研究，使得当时海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轮廓渐现，从而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记载。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但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影响深远，泽及后世。
北部湾地区作为汉王朝对外开放的市舶要冲，是当时中国大西南的重要出海通道。海
上丝绸之路还与从长安、洛阳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共同构筑成汉王朝一北一南的对外
交往格局。通过海上传播进入的玻璃制造技术、冶铁技术和佛教等，形成了有别于中
原的岭南区域文化体系。东吴以后，广州成为“海上诸番”交通的主港。宋末至元代，
泉州又超越广州，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航线不断往东延伸
和发展，华南和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不断涌现，其兴盛繁荣的历史基础，正是从
北部湾地区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唐时期发生安史之乱，安西四镇守
军东调长安，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回鹘占据了阿尔泰山一带，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
控制，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并衰败，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
主要通道。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宋代航海技术发展，远航能力逐步加
强，已能到达东非沿岸。北宋政府十分重视海路贸易，在广州、泉州等主要港口城市
设立市舶司，不仅主动遣使出海，而且通过给予优待招徕外商；南宋政府更加重视海
路贸易，关税收入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东洋航路、南洋航路的开辟和
拓展，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远洋贸易空前繁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
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送郑尚书序》）。除传统的丝绸和黄金外，瓷器
的输出和贸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畅销海外的重要产品，以至日本学者三上次
男将我国瓷器在东西方世界的行销路线形象地称为“陶瓷之路”。

北部湾地区沿岸的陆上交通枢纽、运河码头、陶瓷生产作坊、管理机构、商贸集
散地等重要遗存，是海上贸易背景下文明交流与交融的特殊产物。其中，位于江山半
岛、沟通防城港蓬莱湾和珍珠港万松湾的潭蓬运河，开凿于唐咸通九年（868 年），是
中国古代仅有的一条海上运河，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运河。潭蓬运河的开通，使合
浦经钦州湾通向越南的航运更加安全便捷，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航段的安全通
畅，促进了北部湾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这样宏伟而艰巨的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
国早期开拓南部边疆的象征，其伟大意义不言而喻。宋代在钦州地区设置了钦州博易
场，由政府主导，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小国互市贸易，使北部湾成为当时对外交往的门



户，并辐射整个西南地区。至南宋时期，钦州更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
元明清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空前发展直至鼎盛，而后渐趋衰落的时期。元朝在宋

朝的基础上，制定了完整、系统的海路贸易管理条例，制度更趋严密和完善，将海路
贸易管理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海路贸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其涉及
地域之广，贸易商品之多，均为空前。与元朝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大增，除亚洲和
非洲国家外，还涌入了一些欧洲国家。随着海路贸易的发展，以及在更加广阔的范围
内进行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
步。明朝对外奉行睦邻友好，同时又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赴海贸易。海路贸易主
要为具有政治交换色彩的朝贡贸易，需持有官方特许的“勘合符”方可进行。明永乐
至宣德年间，朝廷主持了世界航海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由郑和组织船队七次远
航至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进行外交贸易，将以朝贡为特征的海外贸易推
向顶峰。此后，中国持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海路贸易逐渐衰落，直至近代西
方殖民者到来，古典时代的风帆贸易悄然终结。这一时期北部湾地区的海路贸易，受
航海技术发展和国家海路贸易政策的影响，以邻国安南（今越南）为主要对象，进行
小规模的贸易往来，在中越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海上丝绸之路自兴起、发展、鼎盛至衰落，延绵达 2000 年。
其间，海上丝绸之路因具有接近商品产地、运输安全便捷等优势，加之陆上丝绸之路
受阻等原因，唐代晚期起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海外贸易的主
要途径。历朝历代经营海路政策的变化，以港口为枢纽的交通网络和产业腹地的变迁，
直接影响沿海港口的兴衰。北部湾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自汉代以后
地位逐渐下滑，至元明清时期多局限于与安南的区域贸易，其兴衰的历史轨迹，是写
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的重要镜鉴。

具体到广西，中央赋予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
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的“三大定位”，无疑是广西北部湾地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上的传承和提升。对
于身处这一伟大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者而言，回望历史，秉承从古到今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鉴往知来，必将为北部湾
地区的发展迎来新的更大的机遇。

科学认知古海上丝绸之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建设“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为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技术支撑，是学界亟须深入的工作。藉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署、广西出版传媒集团策划并组织下辖六家出
版社实施的大型复合出版工程“我们的广西”，把《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列入并出版，
可谓是顺应时代大局之举。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这本《海上丝绸之路》。本书从考古实
物出发，结合文献，在把握线性文化遗产特征的前提下，置海上丝绸之路于全球的视
野内，对我国的海路贸易和交流作整体阐述，重点探讨广西北部湾地区在各个历史时
期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显著作用。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及研究简况，第二章介绍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北部湾地区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第三章讨论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内外交流，第四章、
第五章主要介绍合浦港考古发现以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第六章、
第七章分别介绍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广西的海路贸易与文化交流，第八章探讨广西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历史镜鉴，第九章是“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背景及进展情况。其中，熊昭明负责前言及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
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的撰写，韦莉果负责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的撰写，最后由
熊昭明统稿。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首先要特别感谢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
心立项资助的“合浦汉墓综合研究”“合浦汉墓群与汉代城址的时空关系研究”两项课
题，其结项成果为本书重点关注的汉代合浦港研究提供了支持。其次要感谢广西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沈婧、李世佳、严焕香，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
遗产中心的叶吉旺，以及广西民族大学的富霞等的大力协助。再次要感谢广西文物保
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信息中心、钦州市博物馆、防城港市博物馆、北流市博物
馆、藤县博物馆等单位和党春宁、张磊为本书提供文物照片。最后要感谢广西出版传
媒集团、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广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辛勤工作。

囿于时间和作者水平，本书错漏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冀望在出版后，能得到来自
各方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